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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考古遗址公园与大遗址保护息息相关。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十年来国

家文物部门花费了巨大的力气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

文在回顾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运营

的评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总体方案，对遗址公园的未来之路进行了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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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and the Great Sites protection have an closely internal connec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on the Great Sites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paid lots of hard works in order to improve relative researchers and practices in last 10 years, and 

has harvested fruitfully. This article, by reviewing th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during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s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concerns on the problems currently, at 

the same time thinks about its future road. 

Key Words: The Great Sites;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national park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与思考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n China

滕  磊

Teng Lei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北京，100029）

（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and Consulting Center, Beijing, 100029 ）

考古遗址公园与大遗址保护息息相关。大遗址主

要指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等特点的大

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是

古代文明的结晶和历史文化的见证。大遗址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

史的主体和典型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

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在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世界

展示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大遗址所在地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1961年公

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大遗址

即占了50余处；在全部766722处不可移动文物和429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约有1/4为古遗址，重

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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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方法之一。

考古遗址公园指的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

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

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也是对考古类文化遗

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

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

特定公共空间。近十年来国家文物部门花费了巨大

的力气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的提出

大遗址概念的提出，脱胎于我国考古遗址的特点

和保护实践。自民国肇始，在古迹比较集中的西安、

洛阳，已经开始探索“区域性”保护的思路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百废待兴，在基本建设和农业

生产建设中大型文物古迹的保护依然得到党和国家的

重视，颁布了法律法规，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对燕下都、二里头、安阳小屯等

大型遗址进行了重点考古勘察和试掘，推进了这些

大型古遗址的考古工作。1964年，文化部在河北易

县燕下都召开了“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

部署大遗址“四有”工作，研究未来几年的保护计

划[1]。1983年，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在山东曲阜召开

古城址保护工作会议，交流探讨曲阜鲁故城、邯郸

赵王城、燕下都遗址、内蒙古辽上京遗址，以及西

安、洛阳、安阳等城市的大遗址保护[2]。1995年，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大型文化遗址”，两

年后，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

知》，明确提到“关于大型古文化遗址保护”的问

题，新时代的大遗址保护也由此在“十五”期间拉

开帷幕[3]。

自2005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

费，投入20亿元开展文物保护工程，我国的大遗址

保护工作开始全面提速。至今，国家已经连续发布了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大遗址专项保

护规划，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六片（西安、洛阳、郑

州、曲阜、成都、荆州）、四线（丝绸之路、长城、

大运河、茶马古道）、一圈（陆疆、海疆）”为核

心，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表1）。

已经建成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一批遗址博物

馆，提高了大遗址的保护展示水平，充分发挥了大

遗址保护对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积极开展大遗址保护实践的同时，理论探讨

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强[4]。较为重要的事件有：

2008年10月，在西安举办的“大遗址保护高峰

论坛”达成《西安共识》，首先强调大遗址是城市

文化景观的核心要素，对保持文化多样性，守望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必须科

表1  150处大遗址分布情况表

注：各省大遗址的数量为单独大遗址数量与跨省（直辖市、自治区）大遗址数量之和[5]；实际合计大遗址数量为15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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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编制保护规划，将其纳入城乡发展规划，优化城

市空间格局；而坚持整体保护，积极探索保护与利

用新模式，是开创大遗址保护新局面的重要保证。

《西安共识》强调要深入挖掘大遗址的内涵与价

值，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加强环境整治，创造美

好的人居环境，让全社会共享保护成果，这是大遗

址保护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

2009年6月，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时任国

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发表了《让大遗址如公园般

美丽》的主题发言，就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意义和

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意见。与会者达成《关于建设

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同年10月，大遗址保

护洛阳高峰论坛召开，通过了《大遗址保护洛阳宣

言》。明确指出了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的方向，为下一步有序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动员。

《良渚共识》和《洛阳宣言》的出台，也正式

向全社会宣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践的开始。2009

年12月17日，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

定细则（试行）》，开始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付诸 

实践。

可以说，我国的大遗址保护经历了从与城市

化进程矛盾重重、与普惠民生毫不相干的单纯保护

模式到依托保护，合理利用，兼顾教育、科研、游

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大遗址

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不断融合、惠及民生，这是在大

遗址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基础后的产

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

一般认为，我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操作先于

理论研究。这些实践活动最初多模仿西方发达国家

的国家公园。自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

公园在美国诞生以来，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了世

界上225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总数已达到30350个，总面积近1323万平方千米，占

地球陆地表面积的8.83%[6]。如果把自然遗产与人类

活动遗址通盘考虑，世界范围内的遗址公园还有日

本大室山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希腊

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柬埔寨吴哥窟遗址，巴基

斯坦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意大利庞贝考古遗址

公园，突尼斯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等。

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中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2000年国家文物局

批复《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

逐步开展。

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

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

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目前，北京名为遗址

公园的景区已多达10个。

而直到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

《关于“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

“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才

被明确提出[7]。该规划也为指导这10年来大遗址保护

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2010年6月，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一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全国各地共提交申报评定及立

项考古遗址公园62处。经过评审，2010年10月，

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12项）和立项名单（23项）。2012年，国家文物

局开展了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选工作。全国

各地共提交申报评定及立项考古遗址公园90余处。

经过评审，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第二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12项）和立项名单（31

项）。2017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了第三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评定工作，12月，正式公布第三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名单（12项）和立项名单（32项）。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带动下，一些省份也相继

开始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工作。2011年江苏省文

物局公布了8处“江苏大遗址”[8]。2013年浙江省文物

局公布了第一批8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9]。

为了加强和规范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运营管

理，2012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编制要求（试行）》。2014年，印发了《国家考古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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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公园评估导则（试行）》，对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同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对第一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2011-2013年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视。2017年，

国家文物局继续开展前两批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4-2016年的运行情况综合评估[10]。同时，国家文

物局也组织开展了“十二五”大遗址保护综合效益的

评估工作[11]。这些评估工作客观分析了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政策施行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后续政策完善的相关建议。

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2011-

2013年度）》提供的数据，前两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含立项），在空间上覆盖了全国3/4的一级行政

区，公园规划总面积合计959.95平方千米，约占我国

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一，已建成开放的12家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在评估期内，共接待游客6562.5万人次，

游客年平均增长率达9.27%。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展示区总面积达2266公顷，占公园建成区总面积的

25%，综合采用了本体原状展示、标识展示、模拟

展示、覆罩展示等不同展示形式。11家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立了高水平的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合计

118934.32平方米；8家建设了遗址保护展示棚，建筑

面积合计98570平方米，其中评估期内新增39020平

方米；2家设立了与遗址主题相关的参与性体验馆，

建筑面积合计21685平方米；其中6家设立了影视厅

/馆。除了以上展示方式外，圆明园还开创了遗址数

字复原，遗址现场增强现实交互展示、导览等新的

展示阐释模式。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不论游客还

是社区居民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总体满

意度均达到80%以上。

《“十二五”大遗址保护综合效益评估报告》也

同样关注到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大遗址保护和区域

综合效益的带动作用。如2012年正式开园的长沙铜

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全公益形式免费开放，

目前已接待游客150多万人次，成为了湖湘文化的新

名片。遗址公园通过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有效带动

了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遗址周边新增农家乐12

家、旅游商店18家、陶瓷体验馆9家，片区的产业

布局从原来的单一农业生产向农业休闲观光与旅游

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转变，既增加了当地居民的经济

收入，又惠及了百姓民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发展成果的典型示范。同时，依托遗址公园建设，

当地积极实施陶瓷产业复兴计划，以铜官古镇为主

要阵地，以陶瓷艺术大师为主要技术支撑，引导发

展陶瓷产业，推动研发长沙铜官窑陶瓷产品走向市

场，赢得市场。截至2016年11月，铜官古镇共有陶

瓷生产企业24家，陶艺作坊（门店）近百家，国家

级陶艺大师2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6名，陶瓷产业

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近 8000人，地区生产总值近40

亿元，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总体而言，前两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具

规模，考古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保护展示项目全面

开展，有效促进了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为遗址

保护提供了基本保障，为持续考古和科学研究提供

了有利条件，为遗址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平台。同

时，有效实现了中央财政带动地方、社会资金参与

遗址保护的重要作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对古遗

址、古墓葬的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

在开放和服务方面体现了显著的公益性特征。遗址

公园建设的辐射作用明显，遗址所在地居民生活居

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带动了当地相关文化和经济

产业链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大遗址保护对地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了大遗址保护“服

务社会，惠及民生”的理念。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营的

若干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也确实发现考古遗址公园在创建

及运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需要完善的方面：

1. 考古机构在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参与不够

考古遗址是考古遗址公园赖以存在的母体，也

是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壮大的根本。毋庸置疑，考古

遗址公园在创建和发展阶段，都需要考古学和考古

学家的参与支持[12]。然而由于机制问题，目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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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专家很难参与公园的全过程，往往导致考古

资料和信息被错误解读，这已经成为目前大遗址保

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此外，由于目前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工作主要

是围绕展示节点建设开展工作，更多地服务于展示需

求，对整个遗址的科学性、系统性研究明显不足。 

2. 遗址公园建设没有起到遗址保护的作用

大遗址历经岁月的洗礼，保持延续其古朴真实

的历史风貌本应是遗址公园保护展示的出发点。但

一些地方出于景观效果的考虑，使力过大，或者大

量覆土，或者大规模包砌见新，甚至大规模重建，

违背了真实性、完整性原则。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不完全统计，4580处开放展示的古遗址中因不合

理的利用而遭到破坏或面临威胁的就有780处，占

到1/5。

对于露明展示的遗址本体，尽管遗址博物馆和保

护棚能够抵挡直接的日晒雨淋等自然侵蚀，但由于改

变了掩埋状态，打破了原有的保存环境和稳定性，遗

址本体往往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此外，遗址博物馆和

保护棚的功能首先是为了保护遗址安全，但一些建筑

过分强调形象设计，体量过大、结构偏重，有的甚至

将庞大的钢结构设施直接坐落在遗址本体上，对遗址

造成了直接破坏。经我们初步研究，遗址博物馆和保

护棚出现问题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不适宜的场地

环境修建博物馆和保护棚。二是建筑外观、规模等对

景观环境干预过大。三是建筑设计和施工有缺陷，内

部环境不能满足本体保护的技术需求[13]。

3. 展示阐释有园林化倾向

考古遗址公园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

但不少考古遗址公园“造园”“造景”现象突出。

许多遗址公园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的园林化倾向，遗

址环境在契合遗址风貌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园林化倾

向，遗址氛围不突出，小品景观呈现千篇一律的城

市公园造景模式，未能体现遗址的个性和特色，与

遗址原有环境的协调性差，有的甚至完全改变了遗

址的历史环境，仅是在现代公园中点缀了几个遗迹

点，失去了遗址环境的原真性。 

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目的是增强遗址的可读性

和观赏性，雅俗共赏，实现大遗址价值的弘扬和传

承。如果遗址的展示和阐释方式上运用不当，将无

法准确传达遗址的内涵及价值，造成公众认知上的

偏差和误读。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就有6家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设立了影视厅/馆。公众对这一形式

较认同，但对播放内容评价不高，主要因为未充分

体现考古遗址公园不同于普通公园的特殊性，对遗

址的突出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的不够。

4. 管理运营开支庞大

考古遗址公园庞大的运营开支，显然是长期良

性运转的巨大障碍。尽管采取了增加财政资金投入

等多种资金筹措方式，遗址与周边城市也积极统筹

开发，引入社会资本以及门票收入，但大部分考古

遗址公园运转经费并不乐观。如第一批12家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在评估期内，共接待游客6562.5万人次，

其中付费游客接待量3004.88万人次，仅占总接待量

的45.79%。由于遗址公园的公益属性，门票收入相

对较少。如大明宫遗址公园每年的运营成本高达1.5

亿，而遗址公园门票收入约1000-2000万，其他经营

收益在3000万左右，不足部分则由曲江集团从别的

项目中予以弥补。

此外，公园范围内往往分布着农耕用地、农村

宅基地、山林、河流、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

土地权属和多头管理也成为公园创建运营的羁绊。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建立有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

内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文件，仅仅依靠文物部门

的规章管理和协调难度很大。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未来之路

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上述的

种种问题已基本为行业所公认。2017年10月，国家

文物局印发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

指南（试行）》，继续努力在全面规范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指导各地考古遗址公园的创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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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方面，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健康发展。

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珍贵文化资源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并没有被纳入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范畴。该方案强调了中国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

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

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

而纵观其他先行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公园制度，并非

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生态资源保护领域。如美国在1916

年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保护着特别的自然、地理、

地质、湿地、湖滨、河滨、海岸线、动植物、历史遗

迹、古战场、建筑、纪念馆、原住民文化等，总数417

个，其中包括129个国家历史公园和遗址，87个国家

纪念物，59个国家公园，25个军事和战争公园等[14]。 

在台湾地区，设立“国家公园”是为了保护该地区特

有的自然风景、野生物及史迹，并供公民之娱乐及

研究。截至2009年10月，台湾地区共有8处“国家公

园”。其选定标准即包括具有重要之史前遗迹、史后

古迹及其环境富教育意义，足以培育民众情操，而由

该地区长期保存[15]。

事实上，不管是从指导思想上、内涵上，还是

定位上，国家公园的要求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是

一致的。那么，国家通过建立以保护自然生态为主

的国家公园体系试点逐步推广到目前分属于不同管

理系统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国家海洋公园中，建立“多园合一”的终极国

家公园体系，是不是未来发展之路呢？

目前，包括“北京长城”“福建武夷山”在内

的文化遗产已经列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望能够

尽快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公园体制，理顺中

央、地方关系，打破部际利益，真正能够让公园体

制惠及国家珍贵资源，造福子孙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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